技术伦理具有一定的阶级性

所谓“技术伦理”，即是伦理原则在技术领域的应用和适用。它关注的是使用和发展技术所引发的伦理道德问题，以及技术对个人、社会和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在科技的快速发展背景下，技术伦理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为此需要清晰明辨技术伦理的相关问题。
我们说，“技术伦理，即是伦理原则在技术领域的应用和适用”，技术伦理与伦理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伦理道德的阶级性是显见的。“三纲五常”为儒家原创，起初“纲”是“榜样”的意思，后来由于蒙元统治者对于百姓思想控制的需要，演化为“服从”，可见伦理为阶级统治服务，具有阶级性。再例黄老哲学，西汉初期由于朝代更替饱经战乱，“天下既定，民亡盖藏，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迫切需要生养休息，此时老庄“无为而无不为”的伦理主张符合中国古代封建地主的利益故而被推崇。伦理整体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在技术领域具有阶级性。
科学技术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可以改善人类生活，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但是，科技的发展也可能对人类社会产生负面影响，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类生存危机等等。就科学技术本身而言，没有好坏之分。科学技术中性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他认为，科学技术乃非自然之物，自身不具有目的性。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的东西，这种对“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理解，充分体现了科学技术具有价值独立性，只能作为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并无善恶之分。
但是科学技术的价值中立性只是相对的，具有一定的条件性，离开了一定的条件谈科学技术的中立性是不全面的。在利用过程中，即有好的效果，也有坏的效果，这是技术使用的不同导致的。技术的应用往往受到社会的伦理观念的制约。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提到“科学技术……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阶级性质的”，科学技术的阶级性部分来源于技术伦理的阶级性。
技术伦理的阶级性主要体现在技术伦理对于不同阶级作用不均衡上。先进的技术资源往往集中在社会的精英阶层或者拥有更多资源和权力的阶级。相对弱势的阶级可能无法轻易获取到这些技术资源。“日积月累，而功至千里”，精英阶层依靠早期的资本等的积累，拥有无与伦比的先发优势。相同的技术伦理对于不同阶级就会产生不同程度的约束，具有不同的作用。
在生产领域，算法偏见、自主决策系统的责任等一系列问题需要技术伦理进行规范。资本家为了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会倾向于引入自动化生产线，但流水线上的工人会因此失去工作，故多反对自动化。对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更开放的技术伦理将会对资本家有良好作用，对于工人却并不友好。又比如颇受争议的手机“摇一摇”进入购物软件，是否应该以技术取代用户选择是否购物的原始方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技术伦理问题。如果技术伦理的限制这种行为，那么用户可以松一口气，企业却不肯乐意了。
我们再次强调，不同社会阶级拥有的资源和机会是不均等的。一些先进的科技成果往往需要巨大的投入和资源支持，而这些资源往往掌握在资本家、大型企业或者政府等具有较高经济实力和权力的阶级手中。科技工作者为了生计往往不得不沦为掌握技术投资阶层的附庸。技术产生的投入由富裕阶级流向科技工作者，那么技术向富裕阶级富集不必被强迫，技术工作者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会主动地向富裕阶级献媚。这样“技术为富裕阶级服务”就形成了真实的技术伦理，显见这种伦理是不利于弱势阶级的。富裕阶级更容易获取并掌握先进科技，从而获得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而相对弱势的阶级可能无法享受到同等的科技成果和服务。
因此，技术伦理问题蕴含阶级问题。大数据和隐私保护之间的关系就涉及到个体权益和资本利益的冲突。在数字化时代，个人的隐私数据可能被大公司滥用，而这些公司通常是由资本家控制的，他们更倾向于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不顾个人隐私权。多大程度上保护隐私这个伦理问题实质上成为一个阶级性问题。在教育医疗领域，技术伦理引导者科技工作者在高等教育器械、尖端医疗技术和基础教育仪器、普及式医疗用品的研究的精力分配。前者往往只能被富裕阶层所享用，普通劳动者可能无法获得同等的教育医疗资源。因此对于科研工作者精力分配的争议本质也是富裕阶层与普通劳动者的阶级问题。
技术伦理是由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它是历史的、社会的，并不是超然于社会之外的。科技的发展通常由资本家或政府推动，他们在科技研究、开发和应用中具有重要的话语权。这些利益相关者往往将科技发展视为实现经济增长和利润最大化的手段，因此会倾向于制定符合它们立场的技术伦理。技术伦理问题是社会阶级利益的体现，拥有明显的阶级立场。
技术伦理引导技术的发展方向，通过影响甚至控制技术伦理的形成与发展的方式使技术为本阶级服务可谓司空见惯。它们往往会通过资本、政策等手段，根据本阶级的利益来制定和发展科技伦理。比如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具有约束力的气候变化协议以应对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的挑战的哥本哈根谈判，就是一次对全球技术伦理制定的尝试，但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很多分歧和难点。各方难以达成共识的主要原因是难以确定责任和义务分配，根本上是各阶级利益难以统一。又比如基因编辑和生物技术相关的伦理争议，对于基因编辑是否应用于人类胚胎、基因信息的商业利用以及基因歧视，不同阶级因为资源和权力的不平等分配面临不同风险和利益，在技术伦理的制定上会产生显著差异。因此论断，技术伦理的形成和发展受到社会阶级的影响。
[bookmark: _GoBack]技术伦理的阶级性，归根到底是“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技术伦理对于技术的引导体现在创造和应用两方面，它的阶级性自然也蕴含于其中。统治阶级掌握技术伦理的制定权，往往会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利润最大化，希望尽可能为本阶级服务，对于弱势群体的技术需求就很少兼顾了。这样的技术伦理引导着技术的应用方向，加剧了阶级差异。部分极端的技术伦理甚至会引导人的异化。技术伦理的阶级性实质上反映了技术发展和应用中的社会阶级关系和权力分配，以及技术对不同社会阶级利益和福祉的影响。
庄子有言，“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技术伦理与技术的关系十分密切。想要发展技术，必须要拥有良好的技术伦理指引。由于技术伦理的阶级性，必须制定符合本阶级利益的技术伦理，让技术为本阶级服务。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技术伦理的制定，必须要审视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公平正义和社会责任，促进技术发展更好地符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需求。






